
 內生化的制度選擇與長期經濟增長：以河北省縣域地區差距為例，1952∼1998　1

內生化的制度選擇與長期經濟增長：以
河北省縣域地區差距為例，1952∼1998

遊 五 嶽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講師）

李 飛 躍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張 冬
（香港嶺南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劉 明 興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教授）

摘要

帶來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制度往往內生於制度形成的歷史過程，通過

挖掘河北省各個縣在抗日戰爭中的革命經歷，我們發現戰爭過程通過影響

各個縣政治菁英的實際政治權力，塑造了他們制度選擇的動機和激勵，從

而影響了地方的長期經濟增長。並且，由抗戰歷史所塑造的兩個方面實際

政治權力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不同的：當由武裝力量和根據地歷史所塑造

的地方政治菁英集體行動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越強時，經濟的增長績效越

好；而如果由上層革命機關分布所塑造的地方政治菁英與上層菁英之間的

政治聯繫越緊密時，經濟的增長績效則會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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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中國大陸持續 30 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以及與之並存的地區之間發展不平
衡，一直是研究者們想要解釋的重要問題。制度經濟學派傾向於認為，制度，即

「形塑人類互動關係的規則約束」，是比創新、規模經濟、教育、資本積累等因

素更為根本的增長原因；經濟制度，尤其是產權安排則是經濟繁榮的關鍵（North 
and Thomas 1973）。但對社會整體更有效率的經濟制度並不總被選擇，因為當一
個社會的不同群體的制度偏好存在衝突時，制度選擇的結果往往取決於更具有政治

權力群體的偏好。這裡的政治權力，不僅僅包括正式的政治制度安排所賦予的權力

「De jure political power」，也包括實際的政治權力「De facto political power」；
而一個群體的實際政治權力則被認為取決於它的集體行動能力以及可利用的資源

（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5）。
長久以來，識別制度對於經濟增長的影響，都要處理制度的內生性問題，而

一些特殊的歷史事件則常常被作為塑造制度安排的外生力量，在識別中被使用。

最典型的就是西歐的殖民占領對於被殖民國家的制度移植（La Porta et al. 1997, 
1998; 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1; Engerman and Sokoloff 1997; Banerjee 
and Iyer 2005; Dell 2010; Nunn 2009），此外還有革命戰爭對制度安排的突然改變
或重建，如法國大革命，東西德的分裂與統一等（Alesina 2007; Acemoglu 2012; 
Ahlfeldt et al. 2015）。

但是制度的移植往往是有條件的，不同條件決定了制度移植的成本，從而形

成了最終所移植制度的差異性。在實證研究中，這些條件也往往用來作為最終所移

植制度的工具變量。例如，在致死率高的殖民地，殖民者們移植保護產權、有利

於長期經濟增長制度的成本就很高，因此更傾向於建立攫取性的制度（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1）；又如，在土地稟賦和地理條件適合大規模種植全球
性貿易作物的地方，殖民者們更容易建立大型種植園並使用奴隸制度，從而逐漸

造成了嚴重的經濟與政治不平等，並形成了只保護菁英利益的制度（Engerman and 
Sokoloff 1997）。

而具體到革命戰爭後新制度的重建，所依賴的條件則更為複雜。這是因為革命

戰爭本身的衝突過程和程度會直接影響到制度重建者自身的政治權力結構，從而導

致被重建制度的差異。例如，1857年的印度士兵兵變直接導致了英國政府取代東
印度公司成為印度的直接統治者，而英政府自此停止了在印度殖民擴張進程，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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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858年兵變結束時還沒有被東印度公司吞並的地區因此保存了一定程度的制度
自主權（Banerjee and Iyer 2005; Iyer 2010）。

解釋中國大陸當代的經濟增長同樣要回到中共所進行的革命戰爭對制度重建者

的政治權力結構、從而對經濟制度的影響。戰爭的衝突過程直接塑造著不同地區革

命者們所擁有的政治權力，例如那些在抗日戰爭中建立了穩定武裝根據地的地區，

與沒有建立根據地的地區相比，革命者們的集體行動能力和對基層社會的動員能力

都要更強；而那些成立過更高層級抗日政權的革命者們會比僅僅建立過基層抗日政

權的革命者們所擁有的政治權力更大。

在革命勝利之後，這種革命力量內部的政治權力結構則會以各種正式、非正

式的形式延續下來。具體到我們本篇文章所關注的河北省而言，由於河北省在抗日

戰爭時期是中共重要的武裝根據地組成部分，並且相對於其他省分解放時間較早，

因此解放後，在各地領導或從事革命活動的革命者們除了一部分調至上級政權機構

工作外，大部分都留在了本地工作，成為本地的各級領導幹部。但是這些留任幹部

所擁有的實際政治權力卻受到本地革命歷史的影響，一方面，那些抗戰中建立的武

裝力量越強，根據地越穩固的地區，革命者的民眾基礎越紮實，動員大批人力、武

力和財力支援戰爭的能力越強，因而建國後這些留任幹部的影響力也會越大，即集

體行動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越強；另一方面，那些在抗日戰爭時期建立了更高層級

權力機關的地方，比如是軍分區甚至更高層級黨委機構所在地，在建國後這些地方

的革命者中就會產生更多的上層領導，如地區一級和省一級的幹部，因此，留在這

些地方工作的幹部基於跟上層領導有過的共同革命經歷，也會有更強的上層政治 
聯繫。

而我們發現，由抗戰歷史所塑造的當地政治菁英在這兩個方面的實際政治權力

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不同的：當由武裝力量和根據地所塑造的地方政治菁英集體行

動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越強時，經濟的增長績效越好；而如果由上層權力機關分布

所塑造的地方政治菁英與上層菁英之間的政治聯繫越緊密時，經濟的增長績效則會

變差。我們提出的解釋邏輯是，如果本地菁英有強大的集體行動能力和社會動員能

力，那麼他們能夠通過集體行動和社會動員來制衡上級管轄、變通上級政策，從而

維護本地的經濟利益，地方的產權安排也能得到保障；但如果本地菁英與上層政治

菁英的聯繫非常密切，獲取和維持權力主要依賴於上級的庇護和提拔，他們就會缺

乏激勵推行保護本地經濟利益的政策以獲得基層菁英和群眾的政治支持，反而他們

會有比較強的意願採取汲取性的政策以滿足上級的需求，獲得晉升的資本。

由於中共最重要的革命根據地如晉察冀和晉冀魯豫革命根據地都有一部分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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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河北省可以被認為是受共產革命影響最大的省分之一，選取河北省作為研究

重點使我們能夠更好地專注於與研究問題相關的重要案例。另一方面，正是由於這

一特點，河北省的共產革命歷史紀錄也相對完善，資料的可得性也使得我們的研究

有更為堅實的史實基礎。此外，一省之內在文化傳統、自然資源、地理條件等方面

差異都不會很大，研究省內的縣級經濟績效差異，能讓我們發現更加細緻的影響因

素和作用機制。

根據對河北省抗日戰爭歷史的梳理，我們構建了本地革命武裝力量，和上層

政治資源這兩個指標。具體而言，當一個縣（市）在抗日戰爭期間建立了革命武裝

根據地，且在反掃蕩結束後，即 1944年時存在成建制的抗日武裝力量，或者在該
縣主動發起過對日偽軍的武裝進攻，我們就將本地革命武裝力量的虛擬變量設為

「1」，否則就設為「0」。而對於上層政治資源，我們則以一個縣（市）在抗日戰
爭期間是否是根據地軍分區一級或以上級別的黨委機關所在地來衡量的，如果是，

上層政治資源的虛擬變量設定為「1」，否則設為「0」。
在我們的分析框架下，不同的本地革命力量和上層政治資源塑造出了河北經濟

增長顯著的地區差異。在河北省的 136個樣本縣中，有 8個縣連抗日根據地都沒
有建立過，而這 8個縣在 1970∼1998年的人均工農業增長率只有 6.44%，人均工
業增長率只有 25%，遠低於河北省 9.83%，和 29.65%的平均水準。而在冀東根據
地，有 90.48%的縣不僅建立了抗日根據地，且在我們的定義中，本地革命力量指
標取值為 1，即在反掃蕩結束後，存在成建制的抗日武裝力量，或者主動發起過對
日偽軍的武裝進攻，高於全省「本地革命力量」取值 84.06%的均值；同時在冀東
根據地，也只有約 28.57%的縣市成立過軍分區及以上級別的黨委機關，低於全省
均值 30%的水準；但是，在經濟表現上，冀東根據地各縣在 1970∼1998年的人均
工農業增長率達到了 16.62%，遠高於其他根據地，人均工業增長率 30.58%也位於
各根據地前列。基於河北縣（市）級革命歷史與長期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證據我們

將在文章的第四部分詳細闡述。平均而言，本地革命力量強的縣（市）要比弱的縣

（市）在 1952∼1998的人均工農業產值增長率提高 0.7%，而擁有上層政治資源的
縣（市）要比沒有上層資源的縣（市）在 1952∼1998的人均工農業產值增長率要
降低 0.5%。

本文的寫作除第一部分引言外，分為以下幾個部分：第二部分在討論中國大陸

經濟地區發展差異的現有理論的基礎上提出我們的理論假說，第三部分介紹河北省

共產革命的歷史和解放後省級政權結構的演變，第四部分用經驗證據來檢驗了我們

的假說，最後一部分是本文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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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國大陸地區經濟發展差異的爭論以及我們的假說

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是中國大陸經濟的顯著特徵。到底是什麼因素導

致了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呢？現有文獻提出了幾種不同的解釋。一類文獻將經濟績

效的差異歸結為各地區資源稟賦的差異。比如，各地區的物質資本（徐現祥、舒元 
2004；周業安、章泉 2008）、人力資本（蔡昉、都陽 2000；鄒薇、周浩 2007；
Fleisher et al. 2010；Wang and Yao 2003）、地理位置和基礎設施（Bao et al. 2002; 
Démurger 2001；Démurger et al. 2002；Fleisher and Chen 1997）方面的差異被認為
是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重要原因。但是，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都是內生的，我們還

需要理解為什麼有些地區更有激勵去進行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投資。地理因素

說也難以解釋沿海地區內部之間的經濟發展差異。另外，初始的人力資本存量和地

理特徵這些固定的因素也不能夠完全解釋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隨時間的不斷 
變化。

還有一類文獻強調地區之間初始的經濟結構，如所有制結構（Chen and Feng 
2000；Whiting 2001；陳玉宇、黃國華 2006；劉瑞明 2011；王文劍、覃成林 
2008）、市場化程度（孫海剛 2007；樊綱、王小魯、朱恒鵬 2003）、金融發展水
準（張軍、金煜 2006）等因素。這類文獻注意到了歷史因素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
但是還有待完善。因為這些因素也是內生的，不能從根本上解釋地區間的經濟增長

差異。例如，如果所有制結構影響區域經濟增長差距的關鍵因素，我們還必須理解

為什麼有些地區在計劃經濟時期獲得了更多的經濟資源從而建立了大量的國有企

業，而另一些地區在計劃經濟體系的資源配置中卻被邊緣化，但在改革開放時期少

了國有企業的各種負擔。

制度經濟學則強調保護產權的制度安排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和動力（North and 
Thomas 1973; North 1981; 1990）。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中國大陸名義上的制度在
各地是高度一致的，但各地區實際制度和政策執行上的差異是不可忽視的，這一特

徵是理解地方經濟發展差異的關鍵。在「晉升錦標賽」的理解框架下，地方官員為

了獲得升遷而有動機以各種方式，如保護產權、吸引外資、調整產業結構等等，

來發展地方經濟（Naughtonand Yang 2004；Li and Zhou 2005；周黎安 2007；王賢
彬、徐現祥 2008；宋淩雲、王賢彬、徐現祥 2013），但是這一理論也只能解釋官
員的個人行為，而不是地區經濟的長期差距。同樣的，使用官員個人特徵來解釋經

濟增長的文獻（楊海生、羅黨論、陳少淩 2010；張平、趙國昌、羅知 2012；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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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Zhang 2015），也不能解釋地區長期差距的存在，因為某個特定地區的官員的
個人特徵的變化並不具有長期的一致性。更為重要的是，大部分研究所識別的政治

升遷和經濟增長的關係可能是有問題的。有些官員能夠獲得在不同崗位上（包括經

濟發達省分）的交流經驗，而這會進一步影響政治升遷的可能性（寇健文 2007；
2010）。

因此，我們的解釋側重於討論長期的政治權力結構性特徵，而不是政治領導人

的個人特徵，這種由革命衝突所塑造的權力結構在一定時期內的穩定性，通過在建

國後持續地構成地方官員制度選擇和政策執行的激勵，形成了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

長期差距。

一部分文獻已經注意到了共產革命對中國大陸基層治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陶

鶴山 2002；黃琨 2006；王友明 2006）。不過，上述文獻對革命運動與農村現代化
轉型的關係，側重於討論歷史問題，對革命傳統的持久影響分析較少，並沒有建

立革命傳統與當代治理水準和經濟發展績效的聯繫。劉雅靈的案例研究在這方面是

一個比較好的嘗試，探討了溫州革命歷史的特殊性對其後來私營經濟發展的影響

（Liu 1992）。
1

１她認為，溫州的革命傳統是理解這一現象的關鍵：一方面，溫州本

地遊擊隊在解放前一直相對獨立，與高層政治力量相對疏遠，但與本地民眾建立了

密切的聯繫；另一方面，地方遊擊隊參與了溫州的解放，並且在解放後地方遊擊隊

出身的幹部能夠比較有效地控制本地政權。由於他們與當地群眾的密切關係，因而

有動力去執行保護市場的政策。但事實上，本地遊擊隊力量強並且與本地群眾有密

切聯繫並不必然會保護產權。大量的革命根據地在後期的經濟發展績效上都差強人

意，而一些非革命根據地區域也出現了高速增長（如蘇南地區）。

我們認為，地方幹部是否有激勵保護基層菁英和群眾的利益，推行保護產

權、保護市場的推動經濟發展政策，並不完全像劉雅靈所分析的那樣取決於地方遊

擊隊與本地群眾之間的關係，而主要取決於地方官員所面對的實際政治權力結構。

不可否認，中共在一段時期內政治升遷的制度化程度有所提高（寇健文 2001；趙
建民、張鈞智 2006 ；黃信豪 2010），但是仍長期缺乏制度化的規則，這使得政治
菁英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不能完全依靠正式制度來保證政治上的生存（寇健文

2000）。在這種情形下，派系政治是理解實際政治權力結構的關鍵（Nathan 1973; 
Dittmer 1995; 寇健文 2004；Persico et al. 2011）。更強的上級政治關係可以幫助下

註１  龔啟聖和林毅夫對饑荒的分析採取了類似的分析角度（Kung and Lin 2003）。他們的研究認為，由
於革命根據地幹部與本地群眾的關係更為密切，因此在大躍進中採取了相對緩和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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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官員獲得政治庇護，同時可以能夠提高他們升遷的機率（Nathan 1973；Shih et 
al. 2012； Jia et al. 2015；黃信豪 2009；寇健文 2007）。而如果地方官員與上級菁
英有緊密的聯繫，他們會有比較強的意願執行上級的政策路線，卻缺少動力去獲取

下級的支持，缺乏激勵去推行保護民眾的政策。相反，如果地方官員與上級官僚的

關係疏遠，甚至存在衝突，那麼他們就可能在權力競爭中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
2

２過度汲取經濟資源將會破壞來自群眾和基層幹部對自身的政治支持３
3

，因此，他們

會有較強的動力奉行維護本地利益的政策，保護自己在基層的權力基礎；同時，如

果他們有較強的集體行動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抵制、變通上層政策以維護本地經

濟利益的能力也會越強。而這兩個塑造本地官員的制度選擇、政策執行激勵的要

素，都與共產革命所奠定的政治權力結構相關。長期的革命據點一方面塑造了當地

革命者的集體行動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當他們在中共建國後留任成為當地官員

時，這就成為他們維護本地利益、變通上層政策的前提條件；另一方面，那些在戰

爭時期處於中共權力樞紐的地區，造就了建國後的大批中上層層官員，當地基層幹

部也因之前與他們的共事關係更有可能得到提拔，從而更有激勵去執行汲取性的政

策以滿足上級的需要。在下一節中我們可以看到，河北在抗日戰爭時期，形成了大

量穩定的中共革命根據地及武裝力量，而建國後很長一段時期的省級菁英則穩定地

從省內的幾塊重要根據地的革命歷史和治理過程中產生。

參、河北省的共產主義運動與建國後的政治結構

1920 年 10 月，北平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在李大釗和北平中共黨組織的籌備
下，中共唐山、保定、張家口和石家莊的黨組織相繼建立。至 1927 年 4 月，河
北建立了 8 個地委，2 個特別區工委，2 個特別委員會，10 個縣委以及 143 個支
部（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中共河北省黨史資料徵集編審委員會、河北省檔案局 
1990）。1927年 4月 6日，奉系軍閥闖入蘇聯駐中國大使館並逮捕處決了中共北
方區委書記李大釗和數十名共產黨員。同年，晉奉軍閥雙方宣戰，順直省委決定

註２  關於中國大陸的地方政權中控制省委的上層政治菁英與地方政治菁英之間的權力衝突，可以參見陳
華升（2008）對廣東省的歷史案例研究。

註３  地方官員上下級之間並不是單向的委託代理關係，更多的是存在於「相互責任」（reciprocal 
accountability）的權力結構中，這是因為絕大多數地方官員可以被看做「職務權力型」領導人，需要
顧及下級官僚的利益，獲取「推舉人團」（selectorate）的政治支持（寇健文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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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秋收起義，在北方地區發動武裝暴動並準備以玉田為暴動的重點地區，但玉

田暴動失敗，奉系軍閥還摧毀了中共北平和天津的市委機關。自此，北方的黨組

織陷入了混亂的狀態。在土地革命時期的大部分時間內，河北省委與中央的聯繫

相對疏遠，有時候甚至被中斷。直到 1936年北方局改組後，河北省委的工作才開
始恢復。在一年多的時間裡，華北地區的黨員發展到了 5千多人（朱文通、王小
梅 2000）。河北省委與中共中央的聯繫也開始變得密切，而隨著抗日根據地的建
立，聯繫變得更為緊密。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共決定在華北地區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八路軍 115
師的主力部隊挺進山東，一部分部隊留守五臺山區並建立了抗日根據地，主要轄區

為晉東北和冀西兩部分地區，後來鞏固發展為北嶽抗日根據地。東北軍第 53軍第
130師第 691團改編為人民自衛軍，成為了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人民自衛軍與
保定省委領導的地方武裝合編為河北遊擊軍，創建了冀中抗日根據地。石家莊淪陷

後，129師東進縱隊挺進冀南地區，後來逐漸發展為太行抗日根據地。與此同時，
以挺進至冀南的 129師東進縱隊和地方武裝為基礎，冀南抗日根據地逐步形成。

在河北省的北部地方，中共同樣也試圖建立抗日根據地。1938年初，晉察冀
軍區派支隊挺進平西，開闢了平西抗日根據地。1938年 5月，八路軍第 4縱隊挺
進冀東地區，開闢冀東抗日根據地，同時還留下了一支武裝，在昌平、密雲、灤平

一帶進行遊擊活動，後在冀熱察區黨委和挺進軍的領導下逐步發展了平北抗日根據

地。此外，1938 年，位於河北和山東的結合部地區的武裝力量收編入 115師東進
抗日縱隊，形成了冀魯邊抗日根據地。

一個地區是否會產生根據地，要取決於多種因素。而本文的一個重要假設則

是，根據地的建立外生於初始的經濟發展水準。傳統的觀點認為根據地往往都位於

一些貧困的山區，但實際上，大多數貧困山區都不能建立根據地。關於中共在抗日

時期根據地的建立，已有文獻強調，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日本和國民黨的相對兵力分

布和戰爭形勢 ,尤其是日軍的占領情況（Johnson1962；Xu et al. 2018）。而對於一
個縣來說，全國戰爭的情況是相對外生的，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準、人力資本、資

源稟賦等都是不太相關的。對此，我們在下一節會提供革命根據地建立的外生性的

進一步實證證據。

雖然日本軍隊對抗日根據地曾經進行了掃蕩和圍剿，抗戰初期建立的這幾塊抗

日根據地比較穩定地延續到了抗戰結束。總的來說，其中，北嶽、冀中、平西和平

北等根據地隸屬於聶榮臻領導的晉察冀革命根據地。冀東根據地名義上也屬於晉察

冀革命根據地，但由於歷史原因，一直相對獨立。太行和冀南根據地則屬於鄧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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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劉伯承領導的晉冀魯豫革命根據地。以這幾塊根據地為基礎形成的幾支不同的政

治力量深刻地影響到了河北省解放後的政權結構。實際上，河北省省委的權力分配

就是幾支不同的政治力量平衡的產物。我們的基本思路是，通過分析歷屆省委常委

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革命經歷來理解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在河北省各個歷史時期中所

處的地位以及可能產生的影響。由於冀魯邊根據地產生的省委常委很少，我們以晉

察冀、晉冀魯豫和冀東革命根據地的幹部為分析重點。

建國初期，河北省常委會的規模較小，省委常委的人數保持在 6-7人的規模。
在 1950年至 1951年間，6個常委中有 3人來自晉察冀根據地，2人來自晉冀魯豫
根據地，另外 1人來自冀魯邊區。到了 1956年河北省第一屆委員會召開之時，省
委常委的人數擴大到了 15人：其中，晉察冀根據地的幹部有 6人，占 40%；冀東
根據地的幹部有 4人，占 27%；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幹部有 3人，占 20%。這樣的
權力結構在文革前一直保持穩定，如圖 1所示，晉察冀根據地常委所占比例大約為
40%，晉冀魯豫和冀東根據地常委各占 20%左右。而到了 70年代初，晉察冀根據

圖 1　河北省省委常委革命背景結構變化示意圖（1949∼1997）

說明：具體個人信息見附錄 1。1967∼1970年因「文化大革命」省委暫時瓦解沒有數據。

資料來源： 根據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中共河北省黨史資料徵集編審委員會、河北省檔案局（1990）出版的《中

國共產黨河北省組織史資料（1922∼1987）》，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

館（2000）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以及作者收集的簡歷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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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幹部在省委中則占據了明顯的優勢，所占比例約為 50%。文革結束後，省委
常委結構又發生了很大改變，80年代初期，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幹部所占比例達到
了 25%，而晉察冀根據地幹部所占比例由 50%降至 30%。與此同時，冀東根據地
的省委常委進一步減少。雖然常委內部的結構在發生變化，但我們可以看出，直到

80年代初期，河北的省級政治權力基本上是由晉察冀和晉冀魯豫這兩個主力革命
根據地出身的幹部所掌握的。

80年代中期之後經過「幹部年輕化」政策和老幹部退休制度的推行，大部分
省委常委都是沒有革命經歷的年輕人，但政治結構並不會輕易改變。幹部為了長期

的政治生存，都需要不斷培養自己派系的年輕幹部使自身的政治影響能夠持續。尤

其是在建國初期，土改、反右、大躍進、四清等歷次政治運動讓各級幹部受到競爭

對手打壓迫害的風險非常大，加之幹部跨區域的流動性較低，就使得這些幹部們必

須不斷培植自己在當地的政治力量，維繫自己的權力基礎。80年代的「幹部年輕
化」中提拔起來的年輕人事實上就多為原先老幹部所培養，這些年輕幹部很大程度

繼承了老幹部之前的政治關係網絡，就使得早期的政治權力結構能夠產生長期的政

策影響。

我們接下來考察沒有革命經歷的、1986∼1997年間任職的省委常委，並用他
們升任到市一級領導幹部前的經歷來識別他們所屬的政治力量。例如，如果一個省

委常委在他升任到市一級領導崗位前在晉察冀根據地的某個縣（市）工作，那麼他

就屬於晉察冀根據地的幹部。
4

４如圖 2所示，新一代的省委常委中（沒有革命工作
經歷的幹部），晉冀魯豫和晉察冀的幹部此消彼長，而冀東根據地幹部仍居少數。

我們依然看出，即使本地革命老幹部已經從省委中退出，河北省委常委依然主要由

在原各主力根據地地區工作的幹部升任，他們占據了省委常委的大半席位。可以

說，在建國後的長期時間內，革命戰爭所塑造的政治權力結構一直都在影響著河北

的上層政治，也影響著地方政權與上層菁英之間的穩定關係，而這正是我們研究的

前提條件。

註４  不過，如果一個省委常委已經升任某個地區的市級領導幹部，再調入其他地區任職，那麼他將不被
算作所調入地區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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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河北省省委常委工作背景結構變化示意圖（1986∼1997）

資料來源： 根據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中共河北省黨史資料徵集編審委員會、河北省檔案局（1990）出版的《中

國共產黨河北省組織史資料（1922∼1987）》，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

館（2000）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以及作者收集的簡歷資料整理。

而河北省建國後長期的省委權力結構從抗戰時期的中共黨委分布也可見一

斑，在我們的文章中，我們定義，當一個縣（市）在抗日戰爭期間是根據地軍分

區一級或以上級別的黨委機關所在地時，其「上層政治資源」的虛擬變量設定為

「1」，否則設為「0」，這是因為軍分區及以上級別的黨委機關所在地會產生更
多的地區級、省級領導。表 1按照晉察冀、晉冀魯豫、冀東根據地的劃分，統計了
河北省內各大根據地建立了的軍分區及以上級別的黨委機關的縣（市）的個數，及

其全省範圍內建立了軍分區及以上級別黨委機關的縣（市）個數。我們同樣可以看

出，大多數的上層黨委機關仍然是分布在晉察冀、晉冀魯豫地區。

表 1　河北省抗日戰爭時期軍分區及以上級別黨委機關分布

地區 「上層政治資源 =1」的縣（市）個數

晉察冀根據地 19

晉冀魯豫根據地 13

冀東根據地 6

河北全省 42

資料來源：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中共河北省黨史資料徵集編審委員會、河北省檔案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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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證檢驗

一、模型設定及資料來源

（一）被解釋變量

為了檢驗我們的假說，我們分別選取了 1952年、1957年、1965年、1970年
以及 1978年到 1998年的人均工農業總產值的年均增長率以及 1978年至 1998年
的人均 GDP增長率作為被解釋變量。河北省各縣市從 1978年開始才有人均 GDP
的統計，我們主要使用人均工農業總產值來衡量河北省各縣長期的經濟發展水準，

並分別以不同的年分作為增長率計算的起點，這樣一方面比較穩定地刻畫了各縣長

期的經濟增長軌跡，另一方面也考慮到了不同歷史時期經濟增長可能存在的不同特

點。同時，由於文革是對原有政權結構的一次衝擊，我們也將 1952到 1965年的人
均工業總產值的年均增長率單獨列出來作為被解釋變量，與 1965年之後的增長作
為對比，比較實際政治權力結構在文革前後的不同影響。以這 7個被解釋變量為基
礎，我們建立了 7個 OLS回歸模型。各時期人均工農業生產總值以及人均 GDP增
長率由《新河北五十年：1949∼1999》所提供的相關資料計算得到。我們將各年
分的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和人均 GDP統一換算為 1998年的價格。

（二）解釋變量

根據《中國共產黨河北省組織史資料（1922∼1987）》以及河北各縣（市）
在上世紀 1980年代至 1990年代編纂的地方誌中《大事記》的記載，我們構建了衡
量河北省各個縣在抗日戰爭時期「本地革命力量」和「上層政治資源」的兩個虛擬

變量，作為塑造建國後各縣政治菁英的實際政治權力的指標。具體而言，當一個縣

（市）在抗日戰爭期間建立了革命武裝根據地，且在反掃蕩結束後，即 1944年時
存在成建制的抗日武裝力量，或者在該縣主動發起過對日偽軍的武裝進攻，我們就

將「本地革命力量」的虛擬變量設為「1」，否則就設為「0」。「本地革命力量」
越強，它所塑造的地方政治菁英在建國後的集體行動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也越強；

同時我們定義，當一個縣（市）在抗日戰爭期間是根據地軍分區一級或以上級別的

黨委機關所在地，「上層政治資源」的虛擬變量設定為「1」，否則設為「0」。由
於軍分區以上級別的黨委機關所在地會產生更多的地區級省級領導，因而本地幹部

與上層菁英的聯繫也會更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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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制變量

控制變量主要有兩方面內容，包括初始的經濟指標和地理變量。在初始經濟指

標方面，對於不同時期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增長率的回歸，我們分別控制各期期初的

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即各縣市 1952年、1957年、1965年、1970年和 1978年的人
均工農業總產值；對於 1978年至 1998年人均 GDP的增長率回歸，我們則控制了
各縣市 1978年人均 GDP。與被解釋變量的資料來源相同，相關資料來自《新河北
五十年：1949∼1999》，價格均統一調整為 1998年的價格。同時，我們還控制了
1952年時人口（16歲及以上）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口規模和人均耕地面積。這
些期初的人力資本、農業資源稟賦都有可能影響長期的經濟增長。其中教育年限的

數據來自 1990年人口普查 1%抽樣的推算，人口規模和耕地面積同樣來自《新河
北五十年：1949∼1999》。同時，考慮到一些少數民族自治縣的特殊情況可能會
對經濟增長產生的長期影響，我們控制了各個縣漢族人口的比例，由於沒有更早的

數據來源，在這裡我們使用的 1990年全國人口普查時的結果，但 1990年之前人口
的遷移非常有限，民族構成的變化也不大，因此並不太會影響我們的估計結果。

在地理因素的方面，我們主要控制平均海拔、是否沿海、是否位於鐵路沿

線、15度以下平地面積比例、到北京的距離以及到天津的距離等地理變量，這些
資料來自作者收集的地理資訊數據庫。表 2是回歸中各個變量的描述統計結果。

表 2　描述統計結果

變量名 觀測值數 平均值 標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釋變量

1952∼1998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 114 5.82 1.49 2.29 10.73 

1952∼1998年人均工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 127 15.09 3.45 8.01 27.10

1952∼1965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 114 -1.40 2.43 -7.47 4.68

1952∼1965年人均工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 127 8.97 10.14 -6.49 45.59 

1957∼1998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 119 6.32 1.58 2.40 11.29 

1957∼1998年人均工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 131 14.46 2.73 8.47 24.01 

1965∼1998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 123 8.84 1.92 2.54 13.40 

1965∼1998年人均工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 137 17.89 2.99 11.30 27.92 

1970∼1998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 119 9.83 2.09 3.17 13.80 

1970∼1998年人均工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 137 29.65 5.39 17.27 4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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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量名 觀測值數 平均值 標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1978∼1998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 138 11.10 2.57 4.26 17.12 

1978∼1998年人均工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 138 17.28 3.67 5.85 29.81 

1978∼1998年人均 GDP指數增長率（%） 138 10.92 1.78 5.95 15.18 

1990年財政收入占 GDP比值（%） 138 6.10 2.33 2.80 18.65

1990年非國有企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例（%） 138 73.60 15.64 1.92 96.30

解釋變量

本地革命力量虛擬變量 138 0.84 0.37 0 1

上層政治資源虛擬變量 138 0.30 0.46 0 1

初始經濟社會變量

1952年人口規模（萬人） 136 22.02 9.15 5.58 62.71 

1952年人均耕地面積（公頃 /萬人） 136 2543.33 1218.02 970.70 9940.39 

1952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136 1.95 0.84 0.52 5.34

1952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元，98年不變價格） 114 875.32 477.51 303.06 3883.28 

1952年人均工業總產值（元，98年不變價格） 127 22.69 35.22 0.17 359.86 

1957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元，98年不變價格） 119 969.88 502.43 297.32 4047.27 

1957年人均工業總產值（元，98年不變價格） 131 45.06 45.46 2.43 368.52 

1965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元，98年不變價格） 123 716.82 345.26 280.67 2493.91 

1965年人均工業總產值（元，98年不變價格） 137 48.75 50.10 1.56 338.56 

1970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元，98年不變價格） 119 849.98 351.31 291.03 2488.61 

1970年人均工業總產值（元，98年不變價格） 137 90.45 72.37 11.90 430.06 

1978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元，98年不變價格） 138 1377.34 440.35 512.71 3132.77 

1978年人均工業總產值（元，98年不變價格） 138 357.73 194.06 52.37 1191.84 

1978年人均 GDP（元，98年不變價格） 138 739.15 232.22 238.00 1561.00 

其他控制變量

平均海拔（米） 138 254.09 402.63 3.00 1497.00 

平地面積比例（%） 138 62.44 33.37 2.67 97.75 

是否沿海（1=是，0=否） 138 0.06 0.23 0.00 1.00

到北京距離（千米） 138 226.11 94.89 46.65 43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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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量名 觀測值數 平均值 標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到天津距離（千米） 138 223.74 90.12 67.72 419.51 

是否位於鐵路沿線（1=是，0=否） 138 0.26 0.44 0.00 1.00 

1990年漢族人口占比（%） 138 95.86 12.57 33.31 99.9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由於本文的一個重要假設是，抗日根據地的建立以及黨委機關所在地是與經濟

發展無關的外生衝擊，也就是說，它們只能通過影響地方的非正式權力結構而影響

經濟發展。為了檢驗這一假設，我們在附錄 3中分別將文中所構建的本地革命力量
和上層政治資源兩個指標對 1952年的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取對數）做了回歸。雖
然檢驗外生性更好的方法可能是對 1937年之前的經濟發展水準進行回歸，但是因
為民國時期缺乏縣級的經濟統計數據，同時考慮到從抗戰到建國初期經濟增長非常

有限，我們代之以與 1952年經濟發展水準相關性的回歸，同時控制的有 1952年的
人均受教育年限，1952年的人口（取對數），1952年的人均耕地面積（取對數），
以及主回歸裡的相關地理等變量。我們發現，本地革命力量和上級黨委機關這兩個

指標與建國初期的經濟發展水準、人力資本積累都沒有顯著相關性。

二、估計結果及說明

表 3報告了以本地革命力量和上層政治資源兩個虛擬變量指標作為解釋變量的
估計結果。在模型 1中，被解釋變量為 1952∼1998年人均工農業生產總產值指數
增長率，在控制了 1952年初始的經濟社會變量和其他控制變量的情況下，地方革
命力量虛擬變量在 1%的顯著性水準下顯著，並對被解釋變量有正向的影響，上層
政治資源虛擬變量，在 5%的顯著性水準下顯著，並對被解釋變量有負向的影響。
這說明，對於河北省 113個樣本縣市而言，一個地區的本地革命力量有助於保護本
地經濟利益，提高經濟績效，而上層政治資源則對經濟績效有負面的影響。我們

還可以看到，平均海拔在 5%的顯著性水準下對被解釋變量有負向的影響。也就是
說，地處平原對長期的經濟增長有積極的影響。另外，是否沿海，距離北京和天津

的距離等區位因素在模型中並不顯著，即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前提下，這三個因素

在長期中對經濟績效的影響相對較小。對於初始的經濟社會變量而言，人口規模和

人均耕地面積這兩個控制變量均在模型中不顯著，而 1952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則
在 1%的顯著性水準下顯著，並對被解釋變量有負向的影響。換言之，河北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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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52年到 1998年的經濟增長中實現了有條件收斂。
從模型 2到模型 5，被解釋變量分別為 1957年、1965年、1970年和 1978年

到 1998年人均工農生產總值的指數增長率，我們可以看到，解釋變量在這幾個模
型中都顯著，並且估計係數呈逐漸提高的趨勢。作為對照，在模型 7中，我們的被
解釋變量是 1952∼1965年的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增長率，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本地
革命力量和上層政治資源解釋變量在文革開始之前都對經濟增長沒有顯著的解釋能

力。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絕大部分經濟資源都依賴於國家的

分配，上層政治資源雖然會加劇汲取效應，但是也會帶來更多的經濟資源配置，所

以對經濟增長的效應並不確定；而本地革命力量強的地方，本地幹部雖然有保護本

地經濟利益的能力，但在計劃經濟體系下所能發揮的主動性也相對有限，所以回歸

係數雖然為正但也不是特別顯著。文革衝擊了計劃經濟體系，經濟分權逐漸形成。

許多研究已經注意到了經濟分權實際上在 1960年代末至 1970年代初就已經出現，
並且為中國大陸經濟增長提供了宏觀上的條件（Xu 2011；Donnithorne and Lardy 
1976；Donnithorne 1972；Oksenberg and Tong 1991）。在經濟分權的條件下，上
層直接分配資源的權力弱化了，本地幹部保護本地經濟利益的動機和能力也更可

能轉化為經濟發展的成果。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則是這一時期經濟增長的延續

和發展。模型 5對 1978∼1998期間，即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增長進行了解釋，地方
革命力量虛擬變量和上層政治資源虛擬變量都在 1%的顯著性水準下顯著，其中抗
日戰爭期間本地革命力量強的地區人均工業生產總值增長率比革命力量弱的地區

年均高 2.2%；建立了總部機關的地區的人均工業生產總值增長率比其他地區低大
約 1.1%。而因為 1978年之後有了 GDP的相關統計資料，我們又以 1978∼1998年
人均 GDP指數增長率為被解釋變量構建了模型 6。同樣，我們的解釋變量依然顯
著，並且符合我們的理論預期。

此外，我們在附錄 2中，為了對實際政治權力結構的兩個指標進行穩健性檢
驗，還將表 3的模型 1到模型 5中的被解釋變量替換成相應時期的人均工業總產值
的增長率，而控制的初始經濟水準也替換為相應初始期的人均工業總產值，解釋變

量和其他控制變量保持不變。我們可以發現，本地革命力量的影響仍然在各期都顯

著為正，而上層政治資源的影響也都顯著為負，說明我們解釋變量的解釋力對於工

業在這一時期的發展仍然存在，並且，從係數可以看出影響程度要比對工農業總產

值增長率的影響程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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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制的檢驗

財政汲取和對非國有產權的保護，作為實際政治權力結構影響經濟增長績效的

管道將在這裡進行探討。如前所述，與上層菁英更強的非正式關係可以幫助下級官

員獲得政治庇護，同時可以能夠提高他們升遷的機率，所以他們會有比較強的意願

執行上級的政策路線，汲取地方資源的激勵就會更高一些，保護地方經濟長期發展

的激勵也會更低。相反，如果地方官員與上級官僚的關係疏遠，那麼他們就可能在

權力競爭中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過度汲取經濟資源將會破壞來自群眾和基層幹部

對自身的政治支持；而如果他們有較強的集體行動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也能夠在

一定程度上抵制汲取政策，保護地方產權和市場，維護本地的長期經濟利益。

我們在這裡選取了兩個指標來檢驗這一影響管道：一是財政收入與 GDP的比
值，這衡量了政府收入在社會產出中的比重，是汲取程度的直接測度；二是非國

有企業的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例，這衡量了非國有產權企業的發育水準，從

側面反映了地方幹部對非國有產權的保護程度。由於 90年代後期國有企業經歷了
大規模的私有化改革，指標的波動非常大，所以兩個指標，我們都選擇了它們在

1990年時的水準，此時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幾乎還沒有開始。表 4給出了政治權力
結構對這兩項指標影響程度的 OLS回歸結果。這兩項數據的計算來自河北省 1990
年的統計年鑑數據，數據的描述性統計情況我們也放在了表 2中。

對於 1990年財政收入占 GDP比值的回歸，初始經濟水準指標在模型 1和模型
2中我們分別選擇了 1952年的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和 1978年的人均 GDP，可以看
到政治權力結構指標的回歸結果並不會受到初始經濟水準選擇的明顯影響，上層政

治資源始終對這一汲取程度的衡量指標有正向顯著作用，而本級革命力量的影響卻

始終有負向顯著的作用；同樣的，對於 1990年非國有企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
例的回歸，初始經濟水準指標在模型 3和模型 4中我們也分別選擇了 1952年的人
均工業產值和 1978年的人均工業產值，可以看到，本地革命力量始終對這一非國
有產權發育程度的指標有正面顯著的作用，上層政治資源的影響卻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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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機制的檢驗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1990年財政收
入占 GDP比值
（%）

1990年財政收
入占 GDP比值
（%）

1990年非國有
企業產值占工業

總產值比例（%）

1990年非國有
企業產值占工業

總產值比例（%）

本地革命力量
-1.944*** -2.082*** 6.012** 6.242**

（0.533） （0.588） （2.860） （2.801）

上層政治資源
1.038*** 1.018** -1.732 -2.262

（0.392） （0.389） （1.682） （1.749）

初始經濟社會指標

初始經濟水準

（元，對數）

0.107 0.479 -2.284*** 4.822

（0.121） （0.539） （0.568） （3.828）

1952年人口平均受教
育年限

0.356 0.333 0.337 0.315

（0.365） （0.362） （1.025） （1.016）

1952年人均耕地面積
（公頃 /萬人，對數）

-0.352 -0.532 0.966 1.752

（0.648） （0.650） （3.649） （3.687）

1952年人口規模
（萬人，對數）

-0.802* -1.109** 6.234** 5.007**

（0.405） （0.434） （2.430） （2.146）

其他控制變量

平均海拔

（米，對數）

0.153 0.062 -7.672** -7.423**

（0.467） （0.509） （3.447） （3.578）

到北京的距離

（千米，對數）

1.956** 1.624** -0.665 1.501

（0.866） （0.807） （4.543） （4.099）

到天津的距離

（千米，對數）

-3.565*** -3.158*** 10.038 6.888

（1.069） （1.068） （7.399） （7.551）

是否位於鐵路沿線

（1 = 是，0 = 否）

0.897** 0.770* -0.325 -1.835

（0.445） （0.426） （2.260） （2.307）

是否沿海

（1=是，0=否）

-0.212 0.553 -13.465** -14.546**

（0.990） （1.126） （6.175） （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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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面積比例（%）
-0.038* -0.036* -0.027 -0.032

（0.020） （0.021） （0.133） （0.138）

漢族人口比例（%）
0.039** 0.033* -0.014 -0.033

（0.018） （0.017） （0.062） （0.065）

觀測值數 125 134 125 134

R2 0.369 0.384 0.605 0.582

說明： 1. 括號內為異方差穩健的 t統計量；2. *表示在10%水準上顯著，**表示在5%水準上顯著，***表示在1%

水準上顯著；3. 初始經濟水準分別對應 1952年人均工農業產值、1978年人均 GDP、1952年人均工業產

值和 1978年人均工業產值。

資料來源：詳見「實證檢驗」第一節「模型設定及資料來源」。

伍、結論

本文的研究認為，中國大陸各地區不同的革命衝突過程塑造了建國後的實際

政治權力結構，進而影響了地方政治菁英對於經濟制度和政策的選擇動機和執行能

力，並引致了經濟增長的差異。具體而言，河北省各地區由於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歷

史不同，當由武裝力量和根據地的強弱所塑造的地方政治菁英集體行動能力和社會

動員能力越強時，經濟的增長績效越好；而如果由上層權力機關分布所塑造的地方

政治菁英與上層菁英之間的政治聯繫越緊密時，經濟的增長績效則會變差。革命歷

史所塑造的實際政治權力結構就有較強的路徑依賴效應，深刻地影響了各地區長期

的經濟發展績效。這一分析視角也可以解釋中國其他省分內部的地區經濟發展差

異。例如，浙江省的溫州（浙南遊擊隊的根據地）、山東的臨沂（山東縱隊的根據

地）、福建的泉州（閩中遊擊隊的根據地）、廣東的東莞（東江縱隊的根據地）。

這些相對於本省其他縣市經濟發展非常成功的地區，在解放後的歷史上本地幹部與

省委強勢幹部之間都相對疏遠。

我們的文章豐富了一系列關於歷史上的事件對經濟發展的長期遺產的研究，而

且闡釋了歷史事件通過對政治權力結構的影響，作用於制度選擇，從而影響經濟增

長這一機制。同時，不同於識別制度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中，強調制度重建的差

異化歷史條件影響了制度重建的成本、從而造成了所重建制度差異，我們的研究關

注到了制度重建本身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改變了重建者自身的政治權力結構，從

而造成了所重建制度的不同。我們的研究也發展了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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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權力結構如何影響經濟績效的討論。目前許多解釋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差異

的文獻還不能夠有效地處理內生性問題，本文將共產主義革命這一歷史因素視作一

個外生的衝擊，並探討這一衝擊對實際政治權力結構和長期經濟增長績效的影響，

在一定程度上處理了內生性的問題。但是我們深知，全面系統地理解政治權力結構

和經濟發展的確還需要做很多工作，希望本文是拋磚引玉吧。

*　　*　　*

 （收件：104年 1月 31日，接受：108年 4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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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河北省歷屆省委常委主要工作經歷（1949∼1990）

時期 省委常委

河北省第一屆委員會

（1949.5∼1956.7）

林鐵 馬國瑞 楊秀峰 孫毅

（北嶽區和冀中

區）
（冀魯邊區） （冀南區） （冀中區）

羅玉川 薛迅 金城 王光華

（冀中八分區） （冀南區）
（冀中七、八、

十區）
（冀南區）

王奇才 穀雲亭 王之 阮泊生

（冀中九分區） （冀東區） （冀中十分區） （北嶽一分區）

胡開明 閻達開 張承先 張明河

（北嶽區）
（冀東十七分

區）
（冀魯豫區） （新四軍）

馬力 趙一民 裴仰山 尹哲

（冀東十四分

區）
（冀南六分區）

（冀東十五分

區）
（冀中九分區）

劉洪濤 李子光

（冀中七分區） （冀東十四區）

河北省第一屆委員會

（1956.7∼1966.5）

林鐵 馬國瑞 楊秀峰 張承先

（北嶽區和冀中

區）
（冀魯邊區） （冀南區） （冀魯豫區）

穀雲亭 阮泊生 胡開明 王奇才

（冀東區） （北嶽一分區） （北嶽區） （冀中九分區）

趙一民 裴仰山 尹哲 劉洪濤

（冀南六分區）
（冀東十五分

區）
（冀中九分區） （冀中七分區）

李子光 張明河 馬力 劉子厚

（冀東十四區） （新四軍）
（冀東十四分

區）
（鄂豫邊）

吳硯秋 萬曉塘 解學恭 李耕濤

（簡歷缺失） （冀魯豫區）
（120師洪趙縱

隊）
（北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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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省委常委

王亢之 王道邦 楊英傑 鄧辰西

（冀中七分區） （冀中九分區） （外調）
（太行區山西部

分）

王路明 王笑一 朱子強 杜新波

（冀中八分區）
（冀魯豫二十三

區）
（冀中區）

（冀中七、八分

區）

穀小波 郝田役 肖思明 趙武城

（冀中七、八分

區）
（冀南三分區）

（北嶽一、三分

區）

（晉冀豫一、三

分區）

楊一辰 胡昭衡 李頡伯 馬輝

（山東分局） （晉綏軍區） （中央軍委） （北嶽一分區）

曾美

（北嶽二分區）

河北省革委會核心小

組

（1968.3∼1971.5）

李雪峰 劉子厚 馬輝 鄭三生

（太行區） （鄂豫邊） （北嶽一分區） （北嶽一分區）

河北省第二屆委員會

（1971.5∼1976.10）

劉子厚 鄭三生 馬輝 劉海清

（鄂豫邊） （北嶽一分區） （北嶽一分區） （115師）

馬傑 呂玉蘭 馬力 曾美

（山東軍區） （勞動模範）
（冀東十四分

區）
（北嶽二分區）

王金山 趙江 袁捷 穀奇峰

（冀中八分區）
（冀中七、九分

區）
（新四軍） （綏遠）

郭志 尹哲 王常柏 王世惠

（冀中七分區） （冀中九分區） （冀中八分區） （無革命經歷）

河北省第二屆委員會

（1976.10∼1979.12）

劉子厚 馬輝 呂玉蘭 馬力

（鄂豫邊） （北嶽一分區） （勞動模範）
（冀東十四分

區）

曾美 王金山 穀奇峰 郭志

（北嶽二分區） （冀中八分區） （綏遠） （冀中七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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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省委常委

尹哲 楊澤江 劉英 張承先

（冀中九分區） （冀魯豫區） （冀中八分區） （冀魯豫區）

李永進 嶽宗泰 王玉 邢安民

（無革命經歷） （晉中三地委） （冀中六分區） （冀中六分區）

徐純性 洪毅 蘭凱民 江一真

（平北區） （平北區） （簡歷缺失） （北嶽區）

王錚 趙一民 裴仰山 陸治國

（太行區） （冀南六分區）
（冀東十五分

區）
（北嶽區）

張克讓 王克東

（冀中區）
（冀魯豫山東部

分）

（1979.12∼1982.6）

金明 江一真 王錚 郭志

（新四軍） （北嶽區） （太行區） （冀中七分區）

尹哲 趙一民 裴仰山 呂玉蘭

（冀中九分區） （冀南六分區）
（冀東十五分

區）
（文革勞模）

楊澤江 劉英 嶽宗泰 馬輝

（冀魯豫區） （冀中八分區） （晉中三地委） （北嶽一分區）

王玉 王克東 蘭凱民 邢安民

（冀中六分區）
（冀魯豫山東部

分）
（簡歷缺失） （冀中六分區）

李永進 陸治國 張克讓 洪毅

（無革命經歷） （北嶽區） （冀中區） （察北專署）

徐純性 曾美 李爾重 王東寧

（平北區） （北嶽二分區） （冀南區）
（冀南四、六分

區）

曹幼民 劉秉彥

（太行區）
（冀中九、十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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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省委常委

（1983.3∼1985.5）

高揚 張曙光 邢崇智 高占祥

（太行區） （冀中八分區） （太行區） （外調）

解峰 李鋒 費國柱 葉連松

（北嶽一分區） （北嶽一分區） （冀中九分區） （無革命經歷）

呂傳贊 曲維鎮 楊澤江 白石

（無革命經歷） （無革命經歷） （冀魯豫區） （無革命經歷）

徐純性

（平北區）

河北省第三屆委員會

（1985.5∼1990.7）

邢崇智 張曙光 高占祥 解峰

（太行區） （冀中區） （外調） （北嶽區）

李鋒 費國柱 葉連松 呂傳贊

（北嶽區） （冀中區） （無革命經歷） （無革命經歷）

曲維鎮 白石 劉榮惠 陳玉傑

（無革命經歷） （無革命經歷） （無革命經歷） （無革命經歷）

張超 李文珊 嶽岐峰 李海峰

（簡歷缺失） （無革命經歷） （無革命經歷） （無革命經歷）

韓立成 程維高

（無革命經歷） （無革命經歷）

資料來源： 根據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中共河北省黨史資料徵集編審委員會、河北省檔案局（1990）出版的《中

國共產黨河北省組織史資料（1922∼1987）》，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

館（2000）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以及作者收集的簡歷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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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穩健性檢驗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1952∼1998
年人均工農

業總產值增

長率

1957∼1998
年人均工農

業總產值增

長率

1965∼1998
年人均工農

業總產值增

長率

1970∼1998
年人均工農

業總產值增

長率

1978∼1998
年人均工農

業總產值增

長率

實際政治權力結構

本地革命力量虛擬變量
1.086*** 1.323*** 1.953*** 3.987*** 2.735***

（0.357） （0.393） （0.451） （0.926） （0.751）

上層政治資源虛擬變量
-0.769*** -0.939*** -1.019*** -2.665*** -1.791***

（0.266） （0.284） （0.369） （0.682） （0.536）

初始經濟社會指標

初始經濟水準

（元，對數）

-2.342*** -2.253*** -2.641*** -4.589*** -2.811***

（0.116） （0.178） （0.269） （0.538） （0.500）

1952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
限

0.099 0.118 0.155 0.280 -0.021

（0.141） （0.146） （0.185） （0.355） （0.253）

1952年人均耕地面積
（公頃 /萬人，對數）

-0.109 -0.013 -0.042 -0.476 -1.039

（0.389） （0.432） （0.558） （1.009） （0.778）

1952年人口規模
（萬人，對數）

0.334 0.058 -0.140 0.353 0.449

（0.396） （0.450） （0.494） （0.959） （0.723）

其他控制變量

平均海拔

（米，對數）

-0.736** -0.849** -0.729 -1.602* -1.674**

（0.326） （0.403） （0.477） （0.929） （0.732）

到北京的距離

（千米，對數）

0.855* 0.342 0.975 0.678 0.245

（0.500） （0.585） （0.688） （1.368） （0.956）

到天津的距離

（千米，對數）

-1.082 -0.839 -1.735* -1.974 -0.080

（0.778） （0.842） （1.031） （1.953） （1.507）

是否位於鐵路沿線

（1 = 是 , 0 = 否）

0.341 0.211 0.083 -0.105 0.094

（0.284） （0.326） （0.412） （0.808） （0.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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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沿海

（1 = 是 , 0 = 否）

-0.293 -0.101 -0.201 0.419 -0.790

（0.602） （0.718） （0.750） （1.634） （1.249）

平地面積比例（%）
-0.029* -0.033* -0.030 -0.049 -0.048

（0.015） （0.018） （0.021） （0.041） （0.032）

漢族人口比例（%）
0.035*** 0.029** 0.026 0.057* 0.038

（0.012） （0.014） （0.016） （0.032） （0.025）

觀測值數 125 128 133 133 134

R2 0.864 0.705 0.657 0.571 0.437

說明： 1. 括號內為異方差穩健的 t統計量；2. *表示在10%水準上顯著，**表示在5%水準上顯著，***表示在1%

水準上顯著；3. 初始經濟水準分別對應 1952、1957、1965、1970、1978年人均工業總產值。

資料來源：詳見「實證檢驗」第一節「模型設定及資料來源」。

附錄 3　政治權力結構與期初社會經濟發展水準相關性檢驗

模型 1 模型 2

本地革命力量虛擬變量 上層政治資源虛擬變量

初始經濟社會指標

1952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元，對數） 0.044 -0.013

（0.047） （0.095）

1952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0.048 -0.013

（0.029） （0.051）

1952年人均耕地面積 -0.266*** -0.045

（公頃／萬人，對數） （0.088） （0.140）

1952年人口規模 -0.047 0.296**

（萬人，對數） （0.085） （0.118）

其他控制變量

平均海拔 -0.250*** -0.059

（米，對數） （0.069） （0.120）

到北京的距離 -0.114 0.258

（千米，對數） （0.143） （0.159）

到天津的距離 0.381* -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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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米，對數） （0.199） （0.274）

是否位於鐵路沿線 -0.028 -0.401***

（1 = 是 , 0 = 否） （0.071） （0.092）

是否沿海 -0.329 -0.090

（1 = 是 , 0 = 否） （0.217） （0.258）

平地面積比例（%） -0.009*** -0.004

（0.003） （0.005）

漢族人口比例（%） 0.012*** 0.006**

（0.003） （0.002）

觀測值數 113 113

R2 0.378 0.215

說明： 1. 括號內為異方差穩健的 t統計量；2. *表示在10%水準上顯著，**表示在5%水準上顯著，***表示在1%

水準上顯著。

資料來源：詳見「實證檢驗」第一節「模型設定及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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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stitutions good for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are always endogenous 
to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at it formed. By investigating the conflict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Hebei, we found that the war shaped the de-facto political 
power of local elites by shaping their choice of institutions and policy, which 
then influenced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We also present that the two sides 
of the de-facto political power had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 economic growth. 
County cadres with stronger capacity in collective action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due to the strength of military forces would have incentive to protect property 
rights and withstand the pressure to extract economic resources excessively. 
However, county cadres with close connections to the higher-level authority 
due to the distribution of CCP’s committees in the warfare area would extract 
more economic resources, which in turn led to poorer growth performance.

Keywords:  Economic Growth, Endogenous Institutions, De-facto Political 
Power, Historica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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